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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科姆难题与囚徒困境的关系新探

丁雨辰
（南京大学 哲学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刘易斯曾通过引入“完美复制人”策略，论证纽科姆难题与囚徒困境是同一类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但学界
对此存在颇多争议。运用逻辑悖论构成的“三要素”理论重新考察纽科姆难题与囚徒困境，可以进一步澄清两者能够依

据相同的“交互信念”要素而构成逻辑悖论，并在逻辑结构上具有同构性。据此揭示传统决策理论与博弈论处理囚徒困

境时所隐含的理论预设，有助于正确认识两种理论的功能与局限，进而通过引入情境量化域转变思想，可为化解此类悖

论提供统一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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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科姆难题（ｎｅｗｃｏｍｂｐｒｏｂｌｅｍ）和囚徒困境（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ｄｉｌｅｍｍａ）①是传统决策理论、博弈论与博弈逻
辑研究的两大关键疑难。刘易斯（Ｄ．Ｌｅｗｉｓ）曾通过引入“完美复制人”策略，试图论证纽科姆难题和囚
徒困境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形式②，但此后学界仍就两者是否为同一问题展开了持续争论。反对

者认为刘易斯的论证改变了纽科姆难题的基本结构，而囚徒困境与原初的纽科姆难题具有本质上的不

同；支持者则认为反对者对刘易斯论证的反驳并不成立，并为“两问题本质相同”的观点辩护。本文试

图借助逻辑悖论构成的“三要素”理论，从悖论研究的视角讨论问题之症结，为刘易斯的基本观点做出

新的辩护，并探讨这种讨论的重要意义。

一、关于纽科姆难题和囚徒困境关系的论争

纽科姆难题由诺奇克（Ｒ．Ｎｏｚｉｃｋ）于１９６９年提出。诺奇克称其源自物理学家纽科姆（Ｗ．Ｎｅｗｃｏｍｂ）
在思考囚徒困境时的一个构造，该问题的最初版本可以描述如下③。

一个超级生物可以正确预测你的选择结果，同时你也知道其具有这种正确预测能力。假设你处在

如下情境中：现在有两个盒子，Ｂｏｘ１和 Ｂｏｘ２，此时你有两种选择：（１）只拿 Ｂｏｘ２；（２）同时拿 Ｂｏｘ１和
Ｂｏｘ２。其中Ｂｏｘ１中一直放有 １０００美元；当超级生物预测到你只拿 Ｂｏｘ２时，其会在你拿取之前，在
Ｂｏｘ２中放入１００万美元。那么，什么样的行动才是更合理的？支持只拿 Ｂｏｘ２的人认为，如果你要选择
同时拿Ｂｏｘ１和Ｂｏｘ２，那么超级生物会预测到，并不在 Ｂｏｘ２中放钱，因此收益是 １０００美元。而只拿
Ｂｏｘ２的收益是１００００００美元。根据做期望效用更大的选择的ＭＥＵ（ｍａｘｉｍｕｍ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ｕｔｉｌｉｔｙ）原则，此
时应只拿Ｂｏｘ２。而支持同时拿Ｂｏｘ１和Ｂｏｘ２的人认为，因为超级生物的预测与放钱都是在你实际进行
选择之前，因此Ｂｏｘ２带来的收益是确定的，则对你来说，只拿Ｂｏｘ２的收益是Ｍ美元，而同时拿Ｂｏｘ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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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ｘ２的收益是Ｍ＋１０００美元。根据在不同情况下都做占优选择的ＤＰ（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原则，此时应
只拿Ｂｏｘ２。这样，两种不同的合理行动原则在此情境下出现了矛盾。随着贝叶斯框架被引入决策理
论，诺奇克又在新理论框架内采用了证据决策理论（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和因果决策理论（ｃａｕｓ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来替代ＭＥＵ原则和ＤＰ原则作为合理行动原则发挥的作用。最终，诺奇克本人采取了
一种折中主义的立场，认为人们会综合证据决策理论和因果决策理论，根据自身经验在实际选择中为两

个原则分配权重。

囚徒困境则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即已提出的一个关于非零和又非合作博弈的经典难题①：两个合
伙作案的嫌疑人被警察逮捕，警察将他们分开审讯，两人都有不招供和招供两种选择，并有如下情形成

立：（１）若两人都招供，则两人都被判决坐５年牢；（２）若两人都不招供，则因证据不足，两人都坐１年
牢；（３）若两人中只有一人招供而另一人不招供，则招供者因立功表现被释放，不招供者坐１０年牢。上
述信息均为两个嫌疑人所知晓，其以坐牢年份衡量的收益矩阵如表１所示。

表１　经典囚徒困境收益矩阵

嫌疑人Ｂ

不招供 招供

嫌疑人Ａ
不招供 （－１，－１） （－１０，０）

招供 （０，－１０） （－５，－５）

如果Ｂ选择不招供，那么对于Ａ而言，不招供的收益是－１，招供的收益是０，此时理性的选择是招
供。如果Ｂ选择招供，那么Ａ不招供的收益是－１０，招供的收益是－５，此时也同样应该选择招供。显然，
对于Ａ来说“招供”是一个占优策略，按照占优（ＤＰ）原则，他应该选择“招供”。对于 Ｂ也可由类似过
程得出“招供”是一个占优策略。但这种个体理性的选择最终导致（－５，－５）的集体非最优结果，违背了
最大期望效用（ＭＥＵ）原则。要实现集体最优的（－１，－１）结果，必须通过事前的“合作”承诺。

表面上看，纽科姆难题是单个主体在特定条件下的选择困境，而囚徒困境涉及两个主体选择的相互

影响，似乎有根本性差异。刘易斯的论证策略是，将纽科姆难题中引起诸多质疑的“始终能够正确预测

的超级生物”消除，替换为一个局中人Ａ的“完美复制人”Ｂ，以其代替超级生物的“预测”在纽科姆难题
中的作用，同时其也可以取代局中人Ｂ在囚徒困境中的位置。这样，只需要考察 Ａ的完美复制人的选
择，就可以对Ａ的选择进行提前预测②。而将表１中的坐牢年份替换为纽科姆难题中的金钱收益，更容
易地看出其间的关系（见表２）。

表２　刘易斯型囚徒困境收益矩阵

嫌疑人Ｂ

不招供 招供

嫌疑人Ａ
不招供 （１００万，１００万） （０，１００１０００）

招供 （１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刘易斯认为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并没有改变纽科姆难题本身，若承认在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

后的类囚徒困境中应选择“不招供”，则在原本的纽科姆难题中就应当选择“只拿 Ｂｏｘ２”；反之，若承认
在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后的类囚徒困境中应选择“招供”，则在原本的纽科姆难题中就应当选择“同

时拿Ｂｏｘ１和Ｂｏｘ２”。鉴于经典囚徒困境的纳什均衡解是（招供，招供），按照相同的思路，使用“完美复
制人”策略后的纽科姆难题的对应解也应当是（拿Ｂｏｘ１和Ｂｏｘ２，拿Ｂｏｘ１和Ｂｏｘ２）。

由此可见，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后纽科姆难题的收益矩阵，与经典囚徒困境收益矩阵在结构上

相同。刘易斯认为原本的纽科姆难题、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后的纽科姆难题与经典囚徒困境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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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相同的前提：

（１）选择主体具有选择任意行动的自由；
（２）选择主体有可能获得最大期望效益，但这与主体的选择没有因果关系。
但其不同之处在于，在原本的纽科姆难题中：

（３’）局中人Ａ会获得１００万，当且仅当局中人Ａ被预测没有拿１０００。
在表２以金钱收益衡量的刘易斯型囚徒困境和如表 ３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后纽科姆难题中

则是：

（３’’）局中人Ａ会获得１００万，当且仅当局中人Ｂ没拿１０００。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局中人Ａ被预测没拿１０００”和“局中人Ｂ没拿１０００”是否等同。刘易斯认为

可以通过“完美复制人”替换策略说明，在纽科姆难题中“局中人Ａ被预测没有拿１０００”就是“局中人Ａ
的完美复制人没拿１０００”。因而刘易斯论证得出，纽科姆难题和囚徒困境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在
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后的纽科姆难题具有如下类似于囚徒困境的收益矩阵（见表３）。

表３　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后纽科姆难题的收益矩阵

局中人Ｂ（局中人Ａ的完美复制人）

只拿Ｂｏｘ２ 拿Ｂｏｘ１和Ｂｏｘ２

局中人Ａ
只拿Ｂｏｘ２ （１００万，１００万） （０，１００１０００）

拿Ｂｏｘ１和Ｂｏｘ２ （１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索贝尔（Ｊ．Ｈ．Ｓｏｂｅｌ）承认如刘易斯所言，某些具体的囚徒困境和纽科姆难题例子可以满足将两个问
题视为一个的看法，但他对所有囚徒困境都是纽科姆难题这一论述予以质疑①。他认为，依据使用“完

美复制人策略”的纽科姆难题的条件，要想确定某种特定选择，则需要满足：

（３ｓｎ）在局中人Ａ选择只拿Ｂｏｘ２的条件下局中人Ａ的完美复制人选择只拿Ｂｏｘ２的概率是１，且在
局中人Ａ选择拿Ｂｏｘ１和Ｂｏｘ２的条件下局中人Ａ的完美复制人选择拿Ｂｏｘ１和Ｂｏｘ２的概率是１。

而在刘易斯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后的纽科姆难题中，则需要满足：

（３ｓｐ）局中人Ａ选择只拿Ｂｏｘ２并且局中人Ａ的完美复制人选择只拿Ｂｏｘ２或局中人Ａ选择拿Ｂｏｘ１
和Ｂｏｘ２并且局中人Ａ的完美复制人选择拿Ｂｏｘ１和Ｂｏｘ２的概率是１。

索贝尔指出，存在（３ｓｐ）为真但（３ｓｎ）为假的情况。他给出了双胞胎例子：一对双胞胎做出相同选择
的概率非常高，其中任何一位会认为自己和对方都会做出某种特定选择，且知道自己和对方做出这种选

择的理由是不同的。假设双胞胎都只会拿Ｂｏｘ２，在囚徒困境式选择中可以体现为两位双胞胎选择的结
果是相同的，即（３ｓｐ）为真。但由于不同理由，在双胞胎Ａ选择拿Ｂｏｘ１和Ｂｏｘ２的条件下，双胞胎Ｂ选择
拿Ｂｏｘ１和Ｂｏｘ２的概率可以是不确定的。因此，索贝尔认为由于双胞胎做出选择的理由不同，在满足
（３ｓｐ）的情况下（３ｓｎ）不一定能得到满足。这种情况的产生源于两位局中人存在认知不对称（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ａ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由此他得出结论，当（３ｓｐ）和（３ｓｎ）同真时，囚徒困境和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后的纽科姆
难题相同，当（３ｓｐ）为真（３ｓｎ）为假时，此时的囚徒困境不再是纽科姆难题。

与索贝尔承认有一部分囚徒困境与纽科姆难题同构不同，贝穆德斯（Ｊ．Ｌ．Ｂｅｒｍúｄｅｚ）则从主体认知
情形出发，认为引入“完美复制人”方案会致使新构建出的纽科姆难题与囚徒困境中主体所面临的认知

情形不一致，致使囚徒困境不会成为纽科姆难题②。

贝穆德斯指出，在刘易斯的论证中即便（３’）和（３’’）同真，但由于存在被忽略的第四个条件，导致
仍会存在需要探讨的情况。他将此缺少的条件补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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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４２９；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Ｍ．Ｔｈｅ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Ｄｉｌｅｍｍ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ｐｐ．１１５－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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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局中人Ａ对（３’）具有高度信心；
（４’’）局中人Ａ对（３’’）具有高度信心。
在贝穆德斯看来，想要说明（４’）和（４’’）等价，需要借助如下条件才能予以证明：
（５）局中人Ａ对预测“局中人Ａ没拿１０００，当且仅当局中人Ｂ没拿１０００”具有高度信心。
然而，在囚徒困境中，（５）为真会导致局中人的选择不再满足（１）。比如回到表１来看，就只应该存

在选择（招供，招供）和（不招供，不招供）两种结果。因此，纽科姆难题中的主体认知情形会产生一种有

别于囚徒困境的认知情形，实际表现为（５）和（１）产生的矛盾，因此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后的纽科姆
难题不是囚徒困境，任何试图将两者等同起来的做法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为了维护自己的论点，贝穆德斯后续引入了参数刻画方案和策略刻画方案，来对使用“完美复制

人”策略后的纽科姆难题和囚徒困境进行区分。他认为适用于参数刻画方案需要满足仅有主体的选择

一个自由变量，而其他参数则由环境设定的情况，因而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后的纽科姆难题适用于

此方案。而策略刻画方案则是用来刻画囚徒困境这种至少涉及两名局中人的情形，而局中人的选择是

否理性，取决于 “其他局中人的选择———而这些选择的理性程度又部分取决于该主体的选择”等

因素①。

沃克（Ｍ．Ｔ．Ｗａｌｋｅｒ）认为，即便贝穆德斯的上述分析很有意义，但其提出的反驳并不充分②。他指
出，虽然选择结果只剩下了（招供，招供）和（不招供，不招供）两个选择，但按照贝穆德斯的主张，在思考

之前，局中人仍然应该将四种结果都视为可能的结果。而贝穆德斯的结论只能表明，在思考的过程中可

能存在“去自由化（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即局中人在思考过程中，发现自己可能理性地自由做出的选择范围
逐渐缩小。因而，贝穆德斯并没有对刘易斯论证本身做出真正的反驳。

进而，沃克区分了两种条件句：决策行动条件句（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和附加条件句（ａ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他认
为决策行动条件句本身就是关于决策行动的表征，相较于附加条件句在因果链条上的回溯性更强。在

原本的纽科姆难题中，主要使用的是决策行动条件句，而在囚徒困境中则使用附加条件句。沃克据此指

出，刘易斯观点的主要问题在于混淆了这两种条件句，把并不具有强回溯能力的附加条件句当成了决策

行动条件句使用，这才是刘易斯把两者视为同一个问题的关键。同时，他也为常用于博弈论中的纳什均

衡为什么没有在纽科姆难题中被使用进行了辩护。他认为一旦决定采取某种行动，纳什均衡的说服力

就很容易被低估，而纽科姆难题中的局中人采取的都是决策行动条件句，从而导致纳什均衡不会被

采纳。

支持刘易斯观点并为之做出新的辩护的有巴蒂奇（Ｅ．Ｂａｄｉｃｉ）和张智皓等学者。巴蒂奇认为贝穆德
斯提出的反驳基于对刘易斯论证的误解③，张智皓则比巴蒂奇的工作更进一步，为刘易斯的观点做了更

为细致的辩护。他说明，贝穆德斯提出的（５）并不会如其所言，最终导致囚徒困境中的两位局中人都只
会做出相同的选择④。根据刘易斯的论证，（５）实际应表示为：

（５’）局中人Ａ对“局中人Ａ的完美复制人没拿１０００，当且仅当局中人 Ｂ没拿１０００”具有高度
信心。

而在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后的纽科姆难题中，局中人Ｂ就是指“局中人 Ａ的完美复制人”，所以
这是一个永真的命题。而且这是Ａ对其“完美复制人行动”的信念，与 Ａ是否真的采取行动无关。进
而，在刘易斯的方案中，局中人的选择不会是相同的，仍能保证（１）成立。张智皓认为，贝穆德斯的论证
想要成立，还需补充如下条件：

８４

①

②

③

④

参见ＢｅｒｍúｄｅｚＪ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ｖ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ｃｈｏｉｃｅｉｎＮｅｗｃｏｍｂ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ｄｉｌｅｍｍａ：ＲｅｐｌｙｔｏＷａｌｋ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
２０１５，４３（３）：７８７－７９４；ＢｅｒｍúｄｅｚＪＬ．“ＤｏｅｓＮｅｗｃｏｍｂ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ｒｅａｌｌｙｅｘｉｓｔ”，Ｎｅｗｃｏｍｂ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ｈｍｅｄＡ．（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ｐｐ．１９－４１．

ＷａｌｋｅｒＭＴ．“ＴｈｅＲｅ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Ｗｈｙｔｈｅ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ＤｉｌｅｍｍａｉｓＮｏｔａＮｅｗｃｏｍｂＰｒｏｂｌｅ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２０１４，４２（３）：８４１－８５９．
ＢａｄｉｃｉＥ．“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ＤｉｌｅｍｍａａｎｄＮｅｗｃｏｍｂ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ｗｏ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ｒＯｎ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２０２３，５１（５）：２５４３－２５５７．
张智皓：《纽康难题是另一种囚犯困境吗？》，《逻辑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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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局中人Ａ对“局中人Ａ没拿１０００，当且仅当局中人Ｂ没拿１０００”具有高度信心。
这在刘易斯的“完美复制人”语境中就是：

（６’）局中人 Ａ对“局中人 Ａ没拿１０００，当且仅当局中人 Ａ的完美复制人没拿１０００”具有高度
信心。

根据“完美复制人”策略本身的含义，其在纽科姆难题和囚徒困境中都为真。而张智皓又进一步表

明，（６）成立实际建立在ＥＤＴ的基础上，而在ＣＤＴ中（６）实际是与决策无关的。在采取ＣＤＴ的观点时，
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后的纽科姆难题和囚徒困境则仍面对相同的结构。在采取ＥＤＴ的立场后，使用
“完美复制人”策略后的纽科姆难题和囚徒困境都会消除两种选择结果，也具有相同的结构。

由以上评述可以见得，参与有关争论的学者多从传统决策理论与博弈论的视角展开分析，以各自的

理论前提为基础，建构对不同理论框架的辩护。既往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完美复制人”策略与“行动－结
果”关系的思考。但综合来看，他们的思考更多采取的是各自预设的理论视角，而没有从逻辑悖论研究

的视角做出系统分析。本文试图表明，系统使用逻辑悖论的“三要素”理论，有助于我们对有关问题进

行深入分析，发现其中蕴藏的问题。

二、作为逻辑悖论的囚徒困境及其化解路径

随着关于悖论研究的一般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的兴起，国内外学界已基本上就逻辑悖论构成的

“三要素”达成了共识。人们已不再将悖论归结为单纯的悖论性语句或简单的矛盾等价式，而将逻辑悖

论视为由“三要素”系统构成。目前国际学界使用较多的塞恩斯伯里（Ｒ．Ｍ．Ｓａｉｎｓｂｕｒｙ）定义：“从明显可
接受的前提，经过明显可接受的推理，得出明显不可接受的结论”①，可视为“三要素”的明确标识。但该

定义的广泛可接受性源自“明显可（不可）接受”的高度模糊性，其他类似的“三要素”定义可视为其在

不同程度上的精致化②。本文所使用的张建军的逻辑悖论定义：从“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出发，经过

“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可以“建立矛盾等价式”③，即可视为塞恩斯伯里定义的一种精致化。其中，

“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表明了逻辑悖论的基本的相对性特征，即相对于将悖论的“前提”要素作为公共

信念的认知共同体而言，亦呈现出悖论的语用特征。由此引出“矛盾等价式”必须经过“严密无误的逻

辑推导”，即有效演绎，而不只是“明显可接受”，这表明悖论的严格刻画必须明确建构矛盾等价式的所

有前提，以及其所依赖的所有推理法则，而这些推理法则也在“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或“认知共同体的

公共信念”之中，即为认知共同体成员普遍接受。近来孔斯又在合理行动悖论研究中强调了博弈论中

关于ｃｏｍｍｏｎｂｅｌｉｅｆ与ｍｕｔｕａｌｂｅｌｉｅｆ这两种公共信念的差别，认为悖论的第一要素应为后者（包括认知共
同体成员都在使用但并不一定明确认知的预设），而不一定是更强的前者（认知共同体成员都具有明确

共识的信念）④。我们认为，明确这一点对于揭示形成悖论的隐含预设至关重要。因而本文后续将第一

要素称为认知公共体的“交互信念”。

囚徒困境之所以不被部分博弈论研究者视为悖论，是因为他们认为局中人应当基于独立决策原则

行动，不应考虑其他外部因素。作为典型的“非合作博弈”模型，囚徒困境中由帕累托改进所引发的个

体理性与集体理性冲突，在标准博弈论框架下被认为不属于讨论范畴。因此，囚徒困境本身不会产生逻

辑矛盾———其纳什均衡解正是基于这种严格的“非合作”前提得出的理论结果。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

混淆了问题本身与解决方案两个不同层面。即便我们暂且不考量囚徒困境经过帕累托改进后显现的个

９４

①

②

③

④

Ｒ．Ｍ．塞恩斯伯里：《悖论》，刘叶涛、雒自新、冯立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页。
就笔者视域所及，关于“三要素”（ｔｈｒｅ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这个名称的使用，西方学界最早出现在２００３年出版的“哲学中心问题”丛书中由

英国女逻辑学家奥林执笔的《悖论》一书之中（Ｏｌｉ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ａｒａｄｏｘ．Ｂｕｃｋｓ：Ａｃｕｍｅ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０３，ｐ．
６）；我国学界则由张建军１９９２年在《悖论的逻辑与方法论问题》一文中首次出现（载于张建军，黄展骥：《矛盾与悖论研究》，香港：黄河文
化出版社１９９２版，第５８页），而“三要素”界说所体现的悖论的语用学性质（认知共同体相对性），则是张建军在２００１发表的《论作为语
用学概念的逻辑悖论———兼复马佩先生》一文（载于《江海学刊》２００１年第６期）才得以明确指认的。

张建军：《逻辑悖论研究引论（修订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版，第４—１０页。
罗伯特·Ｃ．孔斯：《信念悖论与策略合理性》，张建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版，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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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集体理性冲突，同样可以在囚徒困境中通过揭示其中的“交互信念”而构建出矛盾等价式。

（一）囚徒困境何以成为逻辑悖论

基于普莱尔（Ａ．Ｎ．Ｐｒｉｏｒ）刻画意外考试悖论的思路①，将时间点用（思考的）行动阶段进行替换，以
行动阶段为两轮的囚徒困境为例：

设Ｋｘ表示“Ａ在（自己思考的）第ｘ行动阶段知道”；Ｈｙ表示“Ａ知道 Ｂ在（Ａ思考的）第 ｙ行动阶
段确定选择”；ｘ－１、ｙ－１表示“在ｘ、ｙ的前一行动阶段”。其中ｘ的定义域（量化域）是｛行动未开始的阶
段（ｚ），第一行动阶段（ｍ），第二行动阶段（ｔ）｝，ｙ的定义域（量化域）是｛第一行动阶段（ｍ），第二行动阶
段（ｔ）｝。

行动阶段定义：Ａ行动需要建立在其知道 Ｂ采取什么样的行动，Ａ产生一个（思考）行动选择结果
则定义为一阶段。如，假设Ａ知道Ｂ招供是第一行动阶段，假设Ａ知道Ｂ的选择后最终决定招供则是
第二阶段。

在如上定义下，形成囚徒困境的ＤＰ原则与ＭＥＵ原则依据的前提（交互信念）可刻画如下：
（Ｎ１）～Ｈｍ→Ｈｔ（如果Ａ知道Ｂ没有在第一行动阶段确定选择，那么Ａ知道Ｂ会在第二行动阶段确

定选择。）

（Ｎ２）Ｈｔ→～Ｈｍ（如果Ａ知道Ｂ在第二行动阶段确定选择，那么Ａ知道Ｂ没有在第一行动阶段确定
选择。）

（Ｎ３）～Ｈｍ→Ｋｍ（～Ｈｍ）（如果Ａ知道Ｂ在第一行动阶段没有确定选择，那么 Ａ知道自己知道 Ｂ在
第一行动阶段没有确定选择。）

（Ｎ４）Ｈｙ→～Ｋｙ－１（Ｈｙ）（如果Ａ知道Ｂ在行动阶段ｙ后确定选择，那么Ａ在行动阶段 ｙ的前一阶段
不知道自己知道Ｂ在行动阶段ｙ后确定选择。）

除经典逻辑中的推理规则外，再加入如下两个规则：

（Ｌ１）如果“α→β”是系统定理，那么（α→β）→（Ｋｘα→Ｋｘβ）；
（Ｌ２）如果“α”是系统定理，那么“α→Ｋｚ（α）”。
根据上述前提（“交互信念”），我们使用经典逻辑法则做如下推理：

（１）（Ｈｔ→～Ｈｍ）→（（～Ｈｍ→Ｋｍ（～Ｈｍ））→ （Ｈｔ→Ｋｍ（～Ｈｍ））） ＰＣ定理、ＵＳ
（２）（～Ｈｍ→Ｋｍ（～Ｈｍ））→（Ｈｔ→Ｋｍ（～Ｈｍ）） （１）、Ｎ２、ＭＰ
（３）Ｈｔ→Ｋｍ（～Ｈｍ） （２）、Ｎ３、ＭＰ
（４）（～Ｈｍ→Ｈｔ）→（Ｋｘ（～Ｈｍ）→Ｋｘ（Ｈｔ）） Ｎ１、Ｌ１
（５）Ｋｘ（～Ｈｍ）→Ｋｘ（Ｈｔ） Ｎ１、（４）、ＭＰ
（６）（Ｈｔ→Ｋｍ（～Ｈｍ））→（（Ｋｍ（～Ｈｍ）→Ｋｍ（Ｈｔ））→（Ｈｔ→Ｋｍ（Ｈｔ））） ＰＣ定理、ＵＳ
（７）（Ｋｍ（～Ｈｍ）→Ｋｍ（Ｈｔ））→（Ｈｔ→Ｋｍ（Ｈｔ）） （３）、（６）、ＭＰ
（８）Ｋｍ（～Ｈｍ）→Ｋｍ（Ｈｔ） （５）、行动阶段定义
（９）Ｈｔ→Ｋｍ（Ｈｔ） （７）、（８）、ＭＰ
（１０）Ｈｔ→Ｋｔ－１（Ｈｔ） （９）、行动阶段定义
（１１）（Ｈｙ→～Ｋｙ－１（Ｈｙ））→（～～Ｋｙ－１（Ｈｙ）→～Ｈｙ） ＰＣ定理、ＵＳ
（１２）（Ｈｙ→～Ｋｙ－１（Ｈｙ））→（Ｋｙ－１（Ｈｙ）→～Ｈｙ） （１１）、ＰＣ定理
（１３）Ｋｙ－１（Ｈｙ）→～Ｈｙ （１２）、Ｎ４、ＭＰ
（１４）（（Ｈｔ→Ｋｍ（Ｈｔ））→（（Ｋｍ（Ｈｔ）→～Ｈｔ）→（Ｈｔ→～Ｈｔ）） ＰＣ定理、ＵＳ
（１５）（Ｋｍ（Ｈｔ）→～Ｈｔ）→（Ｈｔ→～Ｈｔ） （９）、（１４）、ＭＰ
（１６）Ｋｍ（Ｈｔ）→～Ｈｔ （１３）、行动阶段定义
（１７）Ｈｔ→～Ｈｔ （１５）、（１６）、ＭＰ

０５
①ＰｒｉｏｒＡＮ．“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ｉｎ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２０１２，１８８（３）：４１１－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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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Ｈｔ→～Ｈｔ）→～Ｈｔ ＰＣ定理、ＵＳ
（１９）～Ｈｔ （１７）、（１８）、ＭＰ
（２０）（～Ｈｍ→Ｈｔ）→（～Ｈｔ→～～Ｈｍ） ＰＣ定理、ＵＳ
（２１）（～Ｈｍ→Ｈｔ）→（～Ｈｔ→Ｈｍ） （２０）、ＰＣ定理
（２２）～Ｈｔ→Ｈｍ Ｎ１、（２１）、ＭＰ
（２３）Ｈｍ （１９）、（２２）、ＭＰ
（２４）Ｈｍ→Ｋｚ（Ｈｍ） Ｌ２
（２５）Ｋｚ（Ｈｍ） （２３）、（２４）、ＭＰ
（２６）Ｋｍ－１（Ｈｍ）→～Ｈｍ （１３）、行动阶段定义
（２７）Ｋｚ（Ｈｍ）→～Ｈｍ （２６）、行动阶段定义
（２８）～Ｈｍ （２５）、（２７）、ＭＰ

（２３）和（２８）矛盾，从而可以在经典逻辑法则下建构矛盾等价式。依据“三要素”理论所揭示的悖
论的相对性，相对于所有以前提Ｎ１－Ｎ４、Ｌ１和Ｌ２规则以及经典逻辑法则为“交互信念”的认知共同体而
言，上述囚徒困境就构成一个符合“三要素”定义的逻辑悖论。

（二）作为逻辑悖论的囚徒困境的化解

在讨论纽科姆难题与囚徒困境的同构关联之前，我们可以先依据上述对囚徒困境悖论的严格刻画，

探讨该悖论的一种化解路径。如果这种化解路径同样也可化解纽科姆难题，即可作为二者“本质上是

同一个问题”的一种佐证。

通过对上述囚徒困境作为悖论推导过程的回溯分析，我们首先可发现规则Ｌ２会导致过强的逻辑全
能问题（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ｍｎｉ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ｏｂｌｅｍ）。这一强规则要求认知主体能够知道所有系统定理，显然不符合现
实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特征。借鉴达克（Ｈ．Ｎ．Ｄｕｃ）的认知悖论修正方案①，我们可对Ｌ２进行弱化处理以
贴近日常认知直觉，得到改进后的规则Ｌ’２：如果“α”是系统定理，那么“α→◇Ｋｚ（α）”。这种改进既保
留了原系统的核心推导能力，又避免了过度理想化的认知假设，使模型更贴合实际决策情境中有限理性

主体的认知特征。原推导（２４）、（２５）变为：
（２４’）Ｈｍ→◇Ｋｚ（Ｈｍ） Ｌ’２
（２５’）◇Ｋｚ（Ｈｍ） （２３）、（２４）、ＭＰ

通过改进规则Ｌ’２，使得矛盾初步在现实世界ｗ０中得到化解。◇Ｋｚ（Ｈｍ）为真这一前提，实际是占
优策略原则（ＤＰ）和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ＭＥＵ）得以适用的基本认知条件。其理论依据在于：这两个
决策原则都要求“招供”和“不招供”这两种纯策略本身具有认知可能性，也就是刘易斯提出两个问题的

共同前提（１）。具体而言，对局中人来说，在每个行动阶段都必须满足◇Ｋ（Ｈｍ）这一条件，即存在认知
上可能知道对方选择的可能世界。◇Ｋｚ（Ｈｍ）成立，则表明嫌疑人完全可以找到一个现实世界可通达的
可能世界ｗ１，在ｗ１中Ｋｚ（Ｈｍ）成立，这是假设性思考之所以可行的条件。但在这个可能世界中，我们就
会发现对局中人来说，其完全可能再次得到矛盾Ｈｍ!～Ｈｍ。

再借助学界最近在讨论“实质蕴涵怪论”过程中提出的“情境量化域转变”的思想②，可以更好地说

明矛盾再次产生的原因。我们可以在Ｎ１－Ｎ４及相应规则基础上，设定一个可能世界模型 为一个四元

组＜Ｗ，Ｒ，Ｖ，Ｓｃ＞，来更好地表示囚徒困境得以构成的“交互信念”。其中 Ｗ表示可能世界集合｛…，ｗｉ，
ｗｉ＋１，…｝，Ｒ表示可能世界间可及关系，Ｖ为赋值，Ｓｃ为主体ｃ面临的情境量化域集合｛…ｓｊ，ｓｊ＋１，…｝，并
特别设定囚徒困境实际所处的现实世界为ｗ０。

问题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局中人的（思考）行动会导致量化域的转变，这种转变本质上是主体思维

１５

①

②

ＤｕｃＨＮ．“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ｔｎｏｔ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ＯｍｎｓｃｉｅｎｔＡｇｅｎｔ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７，７（５）：６３３－６４８．
张建军，张顺：《条件句的语义排歧与假设性思考的量化机制———五论从形式蕴涵看“实质蕴涵怪论”》，《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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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外在表征，而非决定因素。基于此，我们可以将◇Ｋｚ（Ｈｍ）中的行动序列进行外延化处理，使其成
为可量化的对象。当采用情境语义学的表述方式时，可以表述为：在主体ｃ的量化域Ｓ中存在一个可量
化的情境ｓ０，在这个情境中◇Ｋ（Ｈｍ）为真，即（ｓ０∈Ｓｃ，（ｓ０，（◇Ｋ（Ｈｍ），）１））。如果借助可能世界语义
学，那么也可以写成“◇◇Ｋ（Ｈｍ）”为真。在传统决策理论与博弈论分析框架中，“Ｌ３：◇◇α→◇α”亦
是隐含于其中的“交互信念”。即使将行动阶段从两轮拓展到 ｎ轮，也总有◇Ｋｎ－２（Ｈｎ－１）成立。也就是
说，主体在最后一轮行动序列的两轮之前，可能知道对方在下一轮行动序列中会确定选择。以此类推，

可以得到主体在每轮行动顺序时，都可能知道对方在下一轮行动序列中会确定选择，将每次思考行动都

外延化处理即“◇…◇Ｋ（Ｈｍ）”。则根据（Ｌ３）仍会得到“◇Ｋ（Ｈｍ）”为真，依然可以在此类分析中得到
矛盾。由此可见，具有以上全部“交互信念”的主体还会陷入“二难选择”的悖境，对理论本身来说，则仍

未脱出导致悖论这一理论事实。

而Ｎ１－Ｎ４，Ｌ１、Ｌ’２、Ｌ３则分别是除经典逻辑系统外需要承认的公理和规则。在推导步骤（２３）之前
的论证过程中，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在囚徒困境的现实世界 ｗ０中，当情境量化域 Ｓｃ１给定时对特定命
题进行的逻辑推导过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矛盾信念的产生机制的关键不在于具体情

境ｓｉ的变化，而在于命题函数所对应的整体情境量化域 Ｓｃ的转变。如果认为仅仅是具体情境 ｓｉ发生
了变化，那么仍旧仅能表述同一框架下的命题关系。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知悉由于主体ｃ
的思考行动，使得情境量化域Ｓｃ发生了转变。通过把握形式蕴涵起到表达共变元命题函数普遍联系的
作用，则（２４）可表述为“对于任意ｓ∈Ｓｃ１，＜ｓ，Ｈｍ→Ｋｚ（Ｈｍ）＞为真”，再结合（２３）就可以得到“对于任意ｓ
∈Ｓｃ１，＜ｓ，Ｋｚ（Ｈｍ）＞为真”。而（２５）本意表述为“对于任意 ｓ’∈Ｓｃ２，＜ｓ’，Ｋｚ（Ｈｍ）＞成立”，其中 Ｓｃ１的要
求是一致的情境量化域集合，Ｓｃ２则是Ｋｚ（Ｈｍ）为真的情境量化域，两者的不同正是出于主体ｃ采取了思
考行动使需要达成的目的变化而导致的。显然，使 Ｋｚ（Ｈｍ）为真的情境量化域不一定是一致的情境量
化域集合，如前文所述ｗ１所对应的情境量化域会得到矛盾。

只有在两个命题函数对应的两个情境量化域 Ｓｃ１和 Ｓｃ２相同时，才能完成原来的推导。在传统决策
理论与博弈论分析框架中隐含的Ｌ３规则却忽视了这一变化，致使Ｓｃ１和Ｓｃ２被当作是相同的量化域而进
行了处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呈现情境量化域转变视角在解决此类问题中的方法论价值。总结来看，

囚徒困境问题本身产生矛盾等价式的原因，正是把在情境量化域集合 Ｓｃ２中得到的结论，当成了在无矛
盾的现实世界ｗ０以及无矛盾情境量化域集合 Ｓｃ１中可以直接适用的结论。显而易见，相较于“◇Ｋ
（Ｈｍ）”，“◇◇Ｋ（Ｈｍ）”的中的两个“◇”所对应的量化域的集合是不同的，我们应对其加上下标以进行
区分。◇ｓ所对应的情境量化域是用外延化的主体行动序列来表示其转变，◇ｗ则对应原来命题成立的

可能世界对应的情境量化域，因此“◇◇ Ｋ（Ｈｍ）”实际应写为“◇ｓ◇ｗＫ（Ｈｍ）”。至此囚徒困境以 Ｎ１－
Ｎ４以及相应规则作为“交互信念”所形成的悖论，得以通过 “情境量化域转变”的方案获得化解。

正如李莉曾经指出：“‘由于囚徒之间的理性程度是相近的，因此行为选择也基本相同’为真”，即当

囚徒困境中的嫌疑人能够以较高概率确知对方的效用函数时，该困境才构成真正的“二难选择”①。张

智皓的研究也与这一观点相通，他通过关于“玩家对于‘我没有拿我的一千元，当且仅当，我没拿我的一

千元你没有拿你的一千元’有高度的信心”②的分析，揭示了类似的认知前提。沃克虽然讨论了选择行

动所产生的结果，却忽略了思考行动也会对选择结果产生影响。然而，如前文所论证的，即便不考虑这

种强认知假设———局中人对彼此效用函数的确定性认知，单就囚徒困境本身而言，只要有上述“交互信

念”，我们就已经可以建构出一个严格的逻辑悖论。而解悖的关键就在于诉诸“情境量化域”的转变。

三、作为逻辑悖论的纽科姆难题与囚徒困境之同构

本文对刘易斯观点的新辩护的关键环节在于，借助与囚徒困境相同的 Ｎ１－Ｎ４以及相应规则作为

２５

①

②

李莉：《信念与行动的矛盾：单次囚徒困境博弈的重构与消解》，《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张智皓：《纽康难题是另一种囚犯困境吗？》，《逻辑学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第２８卷 丁雨辰：纽科姆难题与囚徒困境的关系新探

“交互信念”，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将纽科姆难题建构为一个符合“三要素”定义的逻辑悖论，继而通过与

囚徒困境相同的“情境量化域转变”方案对其进行化解，并对前述相关论争的核心问题给出回应。

（一）原本的纽科姆难题何以成为悖论

将Ｎ１－Ｎ４以及相应规则作为“交互信念”，以行动阶段保持两轮的纽科姆难题为例，将囚徒困境中
的嫌疑人替换为纽科姆难题中的局中人（及其完美复制人，即局中人Ｂ）就可以得到纽科姆难题成悖所
依据的“交互信念”：

设Ｋｘ表示“局中人Ａ在（自己的思想）第 ｘ行动阶段知道……”；Ｈｙ表示“Ａ知道 Ｂ在（Ａ的思想
的）第ｙ行动阶段确定选择”；ｘ－１、ｙ－１表示“在ｘ、ｙ前一行动阶段”。其中 ｘ的定义域（量化域）是｛行
动未开始的阶段（ｚ），第一行动阶段（ｍ），第二行动阶段（ｔ）｝，ｙ的定义域（量化域）是｛第一行动阶段
（ｍ），第二行动阶段（ｔ）｝。

行动阶段定义：局中人Ａ行动需要建立在其知道 Ｂ采取什么样的行动，Ａ产生一个（思想）行动选
择结果则定义为一阶段。如，假设Ａ知道Ｂ选Ｂｏｘ２是第一行动阶段，假设Ａ知道Ｂ的选择后最终决定
同时拿Ｂｏｘ１和Ｂｏｘ２则是第二阶段。

则使用与囚徒困境悖论相同的前提与规则，经过与上一章相同的推理，同样可以得到局中人 Ａ在
ｗ１中知道预测者在第一行动阶段确定选择并且局中人Ａ知道预测者在第二行动阶段确定选择的矛盾。

假设第一行动阶段Ｂｏｘ１和Ｂｏｘ２都拿，如Ａ知道超级生物在第一行动阶段确定选择，那么才会导致
收益变为１０００美元，那么进入第二行动阶段最终选Ｂｏｘ２才是合理的。如Ａ知道超级生物在第二行动
阶段确定选择，那么超级生物知道Ａ会选 Ｂｏｘ２，则同时拿 Ｂｏｘ１和 Ｂｏｘ２才是合理的。假设第一行动阶
段只拿Ｂｏｘ２，如Ａ知道超级生物在第一行动阶段确定选择，那么同时拿 Ｂｏｘ１和 Ｂｏｘ２才是合理的。如
Ａ知道超级生物在第二行动阶段确定选择那么超级生物知道Ａ会同时拿Ｂｏｘ１和Ｂｏｘ２，则只选Ｂｏｘ２才
是合理的。综上可以得到，无论先思考采取哪种方案，最终由于推理得到的矛盾结论，都会使得选Ｂｏｘ２
和同时拿Ｂｏｘ１和Ｂｏｘ２两个矛盾行为都是合理的。纽科姆难题从与囚徒困境相同的“交互信念”出发，
经过“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也最终得到了“矛盾等价式”，这也是纽科姆难题成为一个逻辑悖论的

原因。

（二）原本的纽科姆难题的化解

在引入“情境量化域转变”的思想后，经过类似的推导，纽科姆难题会最终得到◇ｓ◇ｗＫ（Ｈｍ）为真，
在纽科姆难题中两种理性原则产生矛盾的原因就在于此。在两轮的纽科姆难题中，合理选择行动的ＤＰ
原则和ＭＥＵ原则（或是ＣＤＴ和ＥＤＴ原则）都要求有相同的前提：◇ｗＫ（Ｈｍ）为真，只有如此才会产生
两种方案。但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只能得到◇ｓ◇ｗＫ（Ｈｍ）为真。而此时对应的“情境量化域”并不一定
同时满足ＤＰ原则和ＭＥＵ原则（或是ＣＤＴ和ＥＤＴ原则）适用的要求。通常来说，◇◇Ｋ（Ｈｍ）只有叠置
可能算子消去才能得到◇Ｋ（Ｈｍ），这要求起码满足规则Ｌ３。如此一来，其对定义在 Ｗ×Ｗ上的可及关
系Ｒ就有了专门的要求，这只能在传统决策理论与博弈论理论框架中静态地分析问题时才生效，不能
刻画主体实际面对的由思考行动本身所带来的动态过程。而在传统决策理论与博弈论中，将情境量化

域集合Ｓｃ与可能世界集合 Ｗ进行混淆，误解了这两个发挥不同作用的层面，由规则 Ｌ３最终得到◇Ｋ
（Ｈｍ），仍会导致纽科姆难题成为一个悖论。

显然，纽科姆难题与囚徒困境问题本身，实际上都可以依据上述相同的“交互信念”得以通过逻辑

推导得出矛盾等价式，因此通过逻辑悖论的三个构成要素来看，两者的确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

可以对此种悖论做出如下界定：从Ｎ１－Ｎ４以及相应规则出发，借助可能世界四元组＜Ｗ，Ｒ，Ｖ，Ｓｃ＞，承认
规则Ｌ３，即◇◇α→◇α对可及关系 Ｒ产生的限制，如果未正确区分表征行动的情境量化域集合 Ｓｃ与
可能世界集合Ｗ，即可通过有效逻辑推导得到矛盾等价式。又因为这种悖论本质地涉及行动合理性辩
护，所以两者确实是同一个合理行动悖论。

从现实认知的角度来看，上述要求的可及关系 Ｒ显然不能一直得到满足，如果 Ｒ满足正规模态系
统Ｓ５所要求的 “自反”“对称”“传递”等关系，那么如埃尔斯特（Ｊ．Ｅｌｓｔｅｒ）所言，对现实的有限理性人而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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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这样的系统是“平庸的”①。刻画现实中人的思考不能使用这样的平庸系统。在静态分析系统中，由

于未能充分考虑行动的动态影响，研究者常常会将情境量化域集合 Ｓｃ与可能世界集合 Ｗ相混淆。而
在传统决策理论与博弈论中，又恰好同时满足了这种混淆和规则 Ｌ３，因此囚徒困境在决策理论与博弈
论作为前提的分析中，会得到矛盾的结果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增添“情境量化域转变”的思想作为“交互信念”后，纽科姆难题中反应的命题函数对应的量化域

分别为Ｓｃ１和Ｓｃ２，两个合理原则得到在一致量化域中适用的辩护，进而可以对孔斯的纽科姆难题解悖
方案②进行修正，就会得到如下两个不会得到矛盾的公式，悖论可以得到化解：

～＜ｓ，＜Ｊ，ｐ，ｗ０，１＞＞→ｐ，其中ｓ∈｛Ｓｃ１│ｓ０，ｓ１，…，ｓｎ｝③，
＜ｓ’，＜Ｊ，（ｐ→（～＜ｓ，＜Ｊ，ｐ，ｗ０，１＞＞）），１＞＞，其中ｓ∈｛Ｓｃ１│ｓ０，…，ｓｎ｝，ｓ’∈｛Ｓｃ２│ｓａ，…，ｓｍ｝，且ｓ"

ｓ’。
相较于孔斯原本将情境、主体分开的“奥斯汀式”命题，如此构建更有助于表明主体行动与量化域

转变。在囚徒困境的传统解释语境中，传统决策理论与博弈论也都面临着对“交互信念”中规则 Ｌ３：
“◇◇α→◇α”预设的忽视。而即便承认Ｌ３这一交互信念，对表征行动的情境量化域集合Ｓｃ与可能世
界集合Ｗ的混淆，仍会导致矛盾的出现。因此，刘易斯将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后的纽科姆难题和囚
徒困境视为同一问题是正确的，只是“完美复制人”策略看起来过强，引起了诸多误解。本文明确地将

Ｎ１－Ｎ４以及相应规则作为“交互信念”之后，也可以得到原本纽科姆难题与囚徒困境是同一种逻辑悖论
的答案。

（三）“情境量化域转变”方案对论争的回应

针对既往研究中对“完美复制人”策略与“行动－结果”关系的思考，“情境量化域转变”方案也可以
给予良好回应。刘易斯在考虑“完美复制人”策略时，过多考虑了预测的“还原性”，直接选取了局中人

Ａ的完美复制人作为讨论对象，但是仅从正确“预测”其选择结果的角度来看，我们只需要挖掘其推理
所依据的“交互信念”和过程即可。而且对于论证原本纽科姆难题和囚徒困境是同一个逻辑悖论来说，

“完美复制人”策略过强，并不是必需的。因此，不仅仅是引入“完美复制人”策略的纽科姆难题与囚徒

困境是同一个问题，只要引入承认依据Ｎ１－Ｎ４以及相应规则作为“交互信念”的认知共同体而导致矛盾
等价式的情形，都可以得出其与原本的纽科姆难题是同一种逻辑悖论的结论。

巴蒂奇、张智皓对索贝尔、贝穆德斯的批评也基于其对“完美复制人”策略的“错误解读”。从“情境

量化域转变”方案出发，只选取具有相应“交互信念”的认知共同体，则可以避免贝穆德斯在认知情形上

的直接责难。但不可否认的是，认知情形角度确实展现出了问题之所在：主体在采取不同认知情形时的

思考行动，可能会导致其所面临的情境量化域产生转变。在对纽科姆难题的讨论中贝穆德斯特别强调

了这点，并以此为基准，批评将纽科姆难题与囚徒困境视为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但以“情境量化域转

变”方案作囚徒困境的分析时，可以清晰地看到，囚徒困境本身也存在主体在采取不同认知情形时的思

考行动，也可能会导致其所面临的情境量化域产生转变的问题。但索贝尔、贝穆德斯却都忽略了这一

点，认为囚徒困境并没有遭受此类问题，进而得出两者非同一种问题的结论。“情境量化域转变”方案

展示出，之所以囚徒困境不被认为如此，是因为传统决策理论和博弈论分析框架并没有对此给出良好的

解释。张智皓所给出的采取特定视角后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的纽科姆难题与囚徒困境的同步结构

变化，正是这类问题的一种特殊情况。

沃克对两种条件句的区分颇具创见。但如同贝穆德斯一样，其没有考虑到将囚徒困境视为使用

“附加条件句”并不是囚徒困境问题本身所要求的，而是作为讨论背景的传统决策理论和博弈论所隐含

的“交互信念”的限制。这也能表明为什么纳什均衡并不只在纽科姆难题中不被使用，甚至在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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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乔恩·埃尔斯特：《逻辑与社会：矛盾与可能世界》，贾国恒、张建军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３页。
罗伯特·Ｃ．孔斯：《信念悖论与策略合理性》，张建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版，第１３３页。
＜ｓｊ，＜Ｊ，ｐ，ｗ０，１＞＞，其中ｓｊ∈｛Ｓｃ１!ｓ０，ｓ１……ｓｎ｝，表示在现实世界中主体ｃ的量化域Ｓ１中的一个情境ｓｊ中，命题ｐ是可证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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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不应该被直接使用，而只是在以传统决策理论和博弈论去分析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后的纽科姆

难题与囚徒困境中才会被使用。因此，传统决策理论与博弈论分析框架必须予以合理修正，而对于“行

动－结果”关系的讨论，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传统决策理论与博弈论分析框架中。在探讨以纽科姆难题与
囚徒困境为代表的“合理行动悖论”时，需要重点考察为以往研究所忽视的思考行动所带来的情境量化

域转变问题，重新对过去分析“行动－结果”关系所依据的“交互信念”本身是否可靠进行考察。

结语

本文分析表明，纽科姆难题与囚徒困境在以传统决策理论和博弈论框架的分析中，都具备相同的

“交互信念”作为前提，经过“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可以得到“矛盾等价式”，因而是同一种合理行动悖

论，故刘易斯说它们本质上是同样的问题是正确的。但通过本文考察，“完美复制人”这一概念过强，诉

诸Ｎ１－Ｎ４以及相应规则作为认知共同体的“交互信念”，将原本的纽科姆难题和囚徒困境都构建为“三
要素”齐全的悖论，可为刘易斯的结论做出新的辩护。而使用“完美复制人”策略后的纽科姆难题和囚

徒困境之所以不被某些学者视为同一个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对其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传统决策理论和

博弈论分析框架隐含的预设。在决策理论和博弈论蓬勃发展、广泛应用的今天，正确认识这种隐含的预

设，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理解借助这类分析系统得出的论证。在进一步理解行动带来的量化域转变

后，亦有助于对其进行系统性反思和修正。

总之，知识本身多形成于不同的情境量化域之下，而形成于不同情境量化域的知识放在一起，却可

能会存在隐含的矛盾。从悖论的视角考察纽科姆难题和囚徒困境，有助于我们发现问题的核心，重新评

估对“交互信念”的认识，反思我们思考过程中的深层因素，消除其中的隐含矛盾。将促使量化域转变

的行动引入纽科姆难题与囚徒困境的研究，既能为讨论合理行动悖论群落的解悖方案提供新的思路，也

可以为进一步挖掘合理行动悖论研究在当代行动哲学与行动逻辑中的作用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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